谭德贵道教易学命运观的现代性反思西方文明视野下的中国术数文化

<p>      本文主要以西方文明的视角，从命运观切入，在理性与非理性、宗教与道德、哲学与思维三个方面，对道教易学中的术数文化进行了全面反思，从而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提供一个全新的参考。  命运；术数；巫术；科学；宗教；道德；思维；哲学；理性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何处去”，“我的路在何方”——主体命运（个体与类）的认知、安顿与改变，是一切文明的出发点与归宿。纵观世界文明思想史，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到多神教，直至亚伯拉罕一神教体系；从巫术、方术到前科学、现代科学（非理性到理性）；从巫术禁忌、礼仪约束到宗教戒律、道德律令、良知良能；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都离不开命运问题的探讨。从主体的角度看，无论是“惟上智与下愚不可易也”的上智、中智、下智之人，还是“刑不上”的大夫与“礼不下”的庶人；不管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亦或是一贫如洗的穷人；不论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或是变化不定的女人，都必然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思考过命运问题。纵身跳江的屈原和刺瞎双眼的俄狄浦斯，不过是中西方命运探讨的两个极端代表而已。从根本上讲，命运观就是关于人类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世俗安顿与终极关怀之间张力与平衡问题的深层思考。  命运观在中华文明思想史中的地位更为重要。“本为卜筮之书”而逐渐上升为宇宙观、哲学观，内涵象数与义理，外展为中国文化的主干与源头活水，具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综合结晶，并作为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的《周易》，在东汉时，由于过度的象数化，尤其是谶纬之学的神秘化，导致了象数与义理的。此时正值综合先秦方术、神仙道、民间巫术、以老庄为精神领袖并具备中国特色的道教开始形成，两者的历史性与理论性结合，形成了道家易学和道教易学。其中，王弼所开创的道家义理易学，经过后期儒家的改造，特别是二程的新诠释，在继承和发展孔子《易传》义理思想的基础上，变成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和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群经之首的根本内容（儒学义理）。而由于“王弼扫象”被清理出意识形态的象数思想，与道教有机结合，产生了道教易学，这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术数文化的形成。所谓术数文化，就是易学象数思想、三教（道教、儒教、佛教）思想、天象、五行、中医等传统科技思想融合为一体的专门研讨与顺化或改变个体与人类命运的方法与观点的思想实践体系。  当然，道教易学中的术数文化，毕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与中华文明的总体特点密不可分。由于农耕文明特定格局的影响，导致中国原始社会转型不彻底，文化分化与发展不独立。中间虽经各种外来文明的冲击，基本特质却没有大的变化，形成了天人不分、道术不分、道器不分、主客不分、灵肉不分、政教不分、道俗不分的文化特征，并且成为五大文明中唯一延续到今天的文明。然而，当今中国，在经历了近现代以西方文明为主的外来文明的全时空冲击，一个古代、近代、现代、后现代思想交织；中国、欧洲、阿拉伯、非洲等文化杂居；巫术、科学、道德、宗教、哲学交融的更为复杂多变的文化并存局面已经形成。以制度化、意识形态化、思维模式核心化（道统、政统、学统）为核心的儒道释文化已经消亡，传统文化的边缘化趋势已无可挽回。喧闹一时的国学热，不过是知识分子的文本游戏。但是，当今中国，制度化传统文明的消亡，正好提供了民俗文化、民间宗教等的大好发展时空（“礼失而求诸野”）。  与西方等文明不同，中华文化思想体系中，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军事还是伦理宗教，也不管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世俗民间文化，包括物质实践与精神，主要以命运观为前提和基础。时至今日中国，这种以命运观为核心的术数文化，不但没有消亡或弱化，反而逐渐强化。如果说，民众对意识形态化、制度化的儒道释思想，主要是一种知识需求，大多并无信仰追求，那么，对于术数文化，则不仅仅是知识的需求，更是一种信仰追求，不仅是理论的认同，更是实践主要指导思想的需求。术数文化以民俗化、多元化、私人化的特征融合并承载了传统意识形态文化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术数文化在当今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从影响力的角度看，占据首位。  在世界文明一体化的大格局下，要实现中国精神为主体、中华文明自我发展道路为核心、大国强国的中国梦，却不能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尤其是在目前所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即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情况下，更应该秉持一种包容天下的心态与理念，用西方文明的观点和方法，再次从深层次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反思。因为，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与沙漠文明的产物，是两希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的有机结合，虽有中世纪的宗教一体化时代，但其根本特点却是天人二分、神人二分、道器二分、道术二分、灵肉二分、主客二分。尽管其理性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科学中心主义以及自由至上思想、普世价值等所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在全方位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天人、人神、灵肉、人人、现代与后现代、文明间等的冲突，但其文明主导性、科学性、普世性是很难改变的。当然，这种视角转换与对话，不是什么全盘西化，而是经过深层碰撞后，产生一批有价值的思想，并通过整个民族的几个世纪的努力，真正形成一种中华文明为主体、多元文明有机融合的文化体系，这是实现中国梦的文化基础。最重要的是，对于传统术数文化，学界多是对其进行文献、训诂的研究，并在理论上总体定性为封建迷信，而民间信仰则把许多思想附着其上，更造成了理论的混乱。所以，用西方文明的观点与方法，对以命运观为核心的传统术数文化进行深层的解剖，尤为重要。  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理性、逻辑、自由为主导的思维模式占绝对统治地位，虽然后现代思想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但不过是其内部自我反思形成的互补，这种思维模式最终成为西方文化的理论基础，并且是西方文明统治世界的重要理论条件。所以，本文将以此为基础，从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宗教，哲学与思维三个维度，探讨中国术数文化中思想张力与平衡的深层结构，在解构基础上，为将来新的建构做好理论准备。    以命运观为核心的中国术数文化，其最终目的不过是解决人类命运的认知与改变问题。从其思想的历史演变看，经历了从巫术到科学，非理性到理性的转变。纵观人类文化发展历史，巫术文化是所有原始文明的起点。而所谓巫术，从本质上讲，不过是人类为了认识宇宙的规律（或神意、命运），在顺应、祈求或控制规律（神意、命运）的意愿下，通过一定的中介（物质、语言、精神）和特定仪式，从而实现主体主观愿望（顺应或改变命运）的认知和实践行为。“易本卜筮之书”，龟卜与筮占，其最初的目的，确是先民通过巫术方式对命运的初级把握，但以此为标准，从而把道教易学中的术数文化贬低为巫术、迷信，全盘否定其中包含的理性科学内容，则是一种非科学、非理性的极左观点。从出发点与最终目的看，巫术与科学并无不同，都是为了解决人类的需求如何实现的问题。但其根本差异则在于，巫术把物质精神等同，设定万物有灵，臆想人与万物的因果联系，夸大主体的精神力量，认定可以通过一些没有任何根据的中介物（物质的、语言的、符号的），直接掌握万物的本质，且可以把主体的精神需求直接变成物质结果。科学则正好相反，在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精神的能动作用，通过物质的手段与方法，揭示宇宙存在的规律，并进而最大限度地改造宇宙，最大程度地达到主体的目的，客观化、形式化、程序化、普遍化、试验化、交流化是其主要特征。以此为依据，术数文化则是巫术与科学的组合，理性与非理性的同体，这种特征，是以二分为主的西方文化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但却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一体化的中国文化，并不是内部铁板一块，而是不同的文化内容在一个相对动态平衡的思想体系内，通过不同时空的占有，适应不同主体群，各安其位，各呈其能，最终达到文化上包容和谐，社会安定团结。  对命运的探究和预测，是术数文化的根本性内容，从方法的角度看，可分为动态预测与静态预测两种。理性根据在于古人采用严格的符号体系（64卦、八字、河洛图式）与时空观的有机结合。比如静态预测中的八字预测就是根据个体出生的年月日时（固定时间），相术根据人的体相的空间结构，风水根据阴阳宅的小结构与所处大空间结构（固定空间）；动态预测中的卦测、奇门、六壬等，都是根据初始时间（几——动之微）的感通与把握，来预测命运。现代唯物主义认为，时空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不同的时空必然体现了不同物质（存在）的不同运动轨迹（规律）这是静态预测的理论依据（古人有此意，表述语词不同）。而爱因斯坦相对论，从数学上解决了时空差异导致的运动与物质量变与质变的关系，量子力学解决了信息的超时空传递问题（命运信息的传递），并以波粒二象性解决了线性与非线性关系，超弦理论、突变论与黑洞、虫洞等天体物理学理论，一起解决了初始状态问题、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虽然表面上看，动态预测的反概率性（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与西方科学的概率论相悖，但其所依据的符号体系却是在大尺度时空观中形成的，解释体系同样需要大数据与云计算（大量的实践经验与无数不同的案例），八字与相术、风水等也需要大量的数据。进一步讲，在具体的推演过程中，中西文化的计算方式差异更大：例如预测一场体育比赛的胜负，术数文化的动态预测方法只需要很简单的信息，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几分钟）预测出未来的比赛结果（纳甲筮法、六壬等），而西方式的预测就需要大量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信息、文化信息、场地信息、天气信息等，经过较长时间的计算，才能有相似性结果。对于更为复杂的如经济发展形势（2008年金融危机）、战争成败、大的自然灾害（汶川地震）个体的命运轨迹等，西方科学仍然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西方科学从本质上还没有解决非线性、偶然性、初始性、反概率性问题，因为网络时空与大数据，包括波理论与场理论，或是模糊数学的相似度理论，其基础还是确定性、线性。当然，西方科学的理性模式却永远是我们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这一前提和基础，我们的术数文化就会变成一种非科学、非理性、巫术的文化。古人当然不可能如此解释，但是，古代的智者（上智之人），同样采取一种理性的模式，非常重视其中的逻辑运算与经验积累，反对抽签式的占卜与神煞式的解释。  同样，术数文化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非科学（巫术与神秘）思想。一方面表现在术数文化中的某些命运信息的获取方法上，神启（启示）法就是一种（梦中信息的传递，庙观抽签），更多的是所谓神仙附体式（神汉巫婆的跳大神或萨满的舞蹈）。外应法（根据询问者出门所见物与事，或询问现场所见的现象的吉利与否判断所问事情吉凶），就是一种巫术的遗存。还有一种骗术（或魔术），例如通过腹中鸽子说话、鸟算、鹦鹉语等传递所谓不可更改的命运信息；另一方面，就是术数文化的解释体系的思想混杂性，由于夹杂了大量神煞、星象思想、阴宅的通灵思想，或者许多毫无根据、模糊不清的神秘预言（谶纬之学）与图式，必然造成极大的混乱，使人难于区分科学与巫术、理性与非理性的成分。最重要的是在改变命运方法问题上的大量巫术、神秘等非理性手段的运用，例如，辟邪物的摆放，发财物的求请，符箓、开光物、神像的供奉，语言、颜色、数字、日子的禁忌等，这些思想的存在是为了适应下智之人。  所以，要使术数文化真正被世界所理解，并被现代理性所接受，必须在西方理性的视角下，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评判，并加以分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以《周易》理性符号体系为理论基础的术数文化，真正理性化、科学化。    理性与自由是人的先天本质，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有限不能认识无限，更不能解决道德与宗教问题。自由是人的意志的本质，但具备自由本性的人应该做什么？因为人是自然本能与社会习性、善之端与恶之端、利己与利他、孤独与群体的统一体，如果没有限制，就会危机四伏，就必须设立一种道德性标准，以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康德提出了“道德律令”（类似于中国文化中的良知与良能）作为“绝对命令”式的最高道德标准。不过，这种标准的最终根据何在？因为“真”并不能保证善，理性与科学与行善行恶没有必然关联，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人，如何保证其行为的善性？所以，康德在自由意志基础上提出了“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作为善的保证和统一的基础，而且，上帝是一切的最高根据与标准。上帝通过与人类签订的契约（摩西十诫），为人类确立了普世的道德要求，人类不需要预知自己的命运，只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努力工作与生活，做上帝的奴仆，一切以荣耀上帝为最高目的就可以。因为上帝的意志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前提，“末日审判”时，上帝自会做出公正判决，因而，命运预测思想（星相学等）在西方一直处于文化的边缘与末流，大的命运已由上帝前定，小的命运不需要知道，命运的发布者、承受者、主要内容很清晰，基本上没有给具体的命运预测思想留下多少理论空间，命运观成为宗教体系的小的分支（或者是附属）。  命运观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儒道释）中占据核心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成圣是成仙、成佛的基础，因此，教化是中国文化中所有思想的出发点，文化的最早意义就是“以文化成天下”，而“宗教”这一词语本身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就是教化的意义。儒家经典《周易》的“神道设教”，“继善成性”，“顺天休命”；《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君权神授”；《左传》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孔子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不祭如不在”，都与西方文明的人格上帝最高权威性、追求上帝拯救的外在超越，从而命运观只能成为宗教的附属物存在不同，命运观反而成为宗教思想的重要内容。第一，主体的虚化，无论是神、帝、天等都缺乏一种人格化特征（或者理念化特征），“谁在发布命令？”只能是一种符号化的形式指引。进而，谁是命令的接受者、实施者？“君权神授”不过是统治者的自我粉饰而已，不管是通过神的后裔的出身神话，还是“天降祥瑞”的造神运动，也解决不了承受者的合法性问题，更何况，普通民众的命运从哪里来？第二，命运的内容是什么？没有任何具体说明。第三，命运能否改变？如何改变？量变还是质变？正是道教易学的术数文化体系，通过形式与理性的力量，成功地引进道德与宗教思想，使之成为术数文化的组成部分，也使术数文化不但具备理性的指导作用，同时具备道德与宗教的教化作用。在古代，术数文化所承载的教化作用不低于正统意识形态，当今时代，术数文化承载了主流传统意识形态（儒道释）制度性消亡后，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内容，正像民间宗教承担了正统宗教的主要内容一样。  术数文化的教化作用，主要是通过“命运的评判与改变问题”而把道德宗教思想的教化作用落到实处。一方面，术数文化中的判断体系由事实性判断和价值性判断组成，如对个体财运、官运等运行轨迹的分析，属于事实性判断，而对道德性质的分析（人品好坏、忠孝与否、是否可交等）属于价值性判断。事实性判断由理性科学语言构成，以定量为主（何时何地发多大财），价值性判断以定性为主，主要是通过一些道德宗教语言思想对个体做出现实的价值评判，从而要求个体除了遵守宇宙规律与现实规则法律外，还要受到道德宗教戒律的限制。自觉遵守道德宗教戒律，不但可以获得官方与大众主流的表扬（如二十四孝、二十四节），自我精神可以极大满足，还可以对事实性判断形成积极影响。反之，则有极大的消极作用。这种强大的氛围，比之于单纯的说教、法律的惩戒，作用大得多；另一方面，通过命运改变问题的探讨，使宗教思想深入人心，教化取得实质效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亦属于明显的道德教化思想，“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术数文化的五大要素组成的评判体系已从理论构架上将理性与道德宗教（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融为一个有机整体，差异只在于各要素所起作用大小。在“命运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上，儒道释思想没有不同，都认为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不一致表现在是根本性改变还是部分性改变？能起到改变作用的力量是主体的理性科学力量、还是道德宗教力量？  在“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五种命运力量要素中，何种力量占主导？儒家思想认为命运为主，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俟之而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命运的客观力量是无法改变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正说明命运的主导性。人能改变的主要是道德精神，所谓内圣外王，人们要想改变命运，必须严格按照儒家的道德要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相由心生”。“子不语怪力乱神”，正是强调了道德精神的重要性。道教则倡导“我命在我不在天”，认为或者通过大量善行的积累，太上感应而彻底改变命运，并列举了大量善行改命的例子，或者通过外丹、内丹完全改变人的命运，最终得道成仙。佛教由于理论的逻辑性和体系的复杂性，通过“自作自受”，“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思想解决了命运的来源与先天差异问题（命运好坏问题），并进一步通过《了凡四训》等大量的具体、系统的理论阐述和实践例证说明通过修佛命运改变的具体特征，证明自己关于命运可以完全改变思想的正确性，并最终成为术数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走向。西方文化追求一种外在超越，神性拯救，天国的降临，尘世永远是肮脏的，不完美的，人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等待上帝的救赎。中国术数文化中的道德宗教思想，只是其理论的补充，或者现实手段的需要（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主流是追求一种内在的超越，实践理性与现实维度，道德宗教教化只是为了在现实中实现个体主观需求与外在条件的最大一致（主观愿望的最大、最合理的实现），而这些问题只能在命运观里解决，这也是术数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核心的重要原因。    从古代的宇宙论、本体论，近代的认识论，到现代语言符号论、意义论，尤其是后现代的荒诞、无主体、无意义、无理性、碎片化、当下化，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典型特征。分析哲学对语言与符号的分析与现象学对意义的分析，是本文评析术数文化的最重要参照。语言与符号是存在之家，离开了语言与符号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因此，语言与符号的差异性，体现了不同文化思维模式的根本差异，而太极图与十字架则是中西文化差异性的最形象体现。  首先分析语言差异。作为人类理想与现实存在，被描述、被表达的存在与真实存在，主体间性，现实、过去、未来文化之间（在场与不在场）的中介，语言具备有限与无限、封闭与开放、精确与模糊、一义与多义、共时性与历史性、可表达与不可表达的二重性。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开始就确立了理性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主体中心主义、意义中心主义五大基本原则，以可靠性、精确性、同一性、同质性、无歧义性为目标，这一思维模式对于推动科技的发展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无疑具有划时代功绩，也永远不可替代。但是，语言毕竟是真实世界的替身，语言本身的二重性决定了语言的先天不足，加上西方文化对语言的无限夸大与对逻辑的过度崇拜，导致了对非稳定性、非精确性、非明见性、初始性、异质性、他者性的忽视，也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再分析符号本身的差异，由于形式逻辑的影响，西方文化中的符号是一种纯粹的、没有任何意义的、约定俗成的、可以随意替换、和语言本质相同的人为组合，这对于形成自然科学的严格逻辑体系、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居功至伟，但是，必然导致了对非主体、非意义、非逻辑、非理性、非中心的压制，这也是后现代批判的中心。  其次，以《周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与此完全不同。从语言角度看，汉字是与西方拼音文字（无意义的纯符号组合）完全不同的，是一种表声、表意、表形（形声义）的、具有严格逻辑结构、不可随意替换的符号体系，但是，其语言基本组成要素——偏旁部首具备相对独立性与意义多元性，由此使得汉字具有模糊性（外延不明确）、歧义性（内涵不精确）、场域性（不同的文本具有不同的意义）特点。而以《周易》为主形成的中国文化的符号体系更是如此，64卦、384爻的逻辑体系，其基本符号（爻）是不能随意替换的，是一种有限与无限、封闭与开放、一元与多元、精确与区间、循环与非循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这种文化特点的优势在于可以促进文化的包容性，这是中华文明成为历史上唯一自我延续下来的文明的重要文化原因。但是，这种思维模式必然导致逻辑上的不稳定性、不精确性，缺乏西式的定量，由此而来的是思想体系的混乱性，这在术数文化中表现最为明显。术数文化中理性与非理性并存（初始与启示）、科学与巫术混杂（象数与谶纬）、逻辑推理与感应（图式推演与外应）、铁口明言与模棱两可等是典型表现。在当今中国，许多人妄自尊大，以西方文明导致的世界性灾难来批判西方，或者以后现代思想取代理性科学，或者自不量力以为可以用中华文明取代西方文明。实际上，从明朝开始的历经几百年的所谓中西文明冲突，只不过是中华文明的求生运动，是两种不同层次的文明交流，西方人根本不认为有什么中西文明冲突，中华文明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种没有多大价值的古董垃圾，就是今天中国的巨大发展，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西方文明的结果（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我们不必认同这种观点，但是，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全方位的现代性反思，用西方的理性、逻辑观点与方法对术数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清理，从而在继承优势的前提下，使得传统思维模式现代化，成为可以普世化的文化体系。  最后，从哲学角度看，哲学的本质是对主体精神价值与意义的探究，现代西方现象动，正是探讨意义生成的思想体系，而这一点正好暗合了中国传统哲学模式。《易传》“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鲜明体现了意义开显、意义生成、空间时间化（与传统西方时间空间化正好相反）的特性。命运的创立者、发布者，命运内容，命运的承担者，命运的判断标准等，都是一种存在与非存在、有限与无限的统一，64卦的体系本身正是一个有限无边的、周期循环的、形式相同、内容多变的符号运动，而以此为基础的术数文化预测体系中，无论是动态预测还是静态预测，不管是对初始的把握亦或是命运的改变，也不论是内圣还是外王，外在超越与内在超越，都展现了“人为天地之贵”的主体无限担当。“天”的虚化，使得每一个体都要独立面对没有任何具体指示的命运，对命运的探讨变成了越来越个人化、私密化的活动，意义的生成也越来越多元化，但我们却不能走西方的无意义、无中心、无主体的所谓后现代思路，必须在坚持理性科学思维的前提下，从上述三方面对术数文化展开全方位批判，形成一个新的现代意义下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梦实现的重要文化基础。</p><p><img src="/static-img/to5dHfZeLwxxFr2CylspLrqX732wwipSajLbjbgxrs1C8bFLPEitWGA0ocxWa7n2.png"></p><p><a href = "/doc/3646-谭德贵道教易学命运观的现代性反思西方文明视野下的中国术数文化.doc" rel="external nofollow" download="3646-谭德贵道教易学命运观的现代性反思西方文明视野下的中国术数文化.doc"  target="_blank">下载本文doc文件</a></p>
